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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华

［摘 要］ 1940 年侵华日军 731 部队利用“雨下法”在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实施鼠疫战，致使三地暴发鼠疫，造
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对此史学界几成定论之侵华日军鼠疫战史实，有学者认为系“建构”而非“历史的真实”。通过爬
梳、比较和考证 1940 年《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刊载的新闻报道、日军战俘伯力城审讯记录、《井本日志》、《金子顺一
论文集》、国民政府卫生部门调查等史料，本文证实 1940 年侵华日军在以鄞县为代表的浙江三地“敌机散毒”是无可辩驳的
史实。民国时期的媒体、国民政府各级卫生防疫人员、日本军医和作战参谋、日军决策层和细菌战执行者没有说谎。所谓
抗战时期和当下史学工作者基于“民族主义”建构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说法，既不尊重历史本身，也是对史学界长期研究侵
华日军细菌战同道的不尊重，更是对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同胞及其后人的侮辱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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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前后，中华大地笼罩在新冠病毒阴影下，有关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疫问题，成为各
界关注的热点。从事疾病史、卫生史和防疫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历史角度，尤其是近代中国历
史中观察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教训。有一位历史学者就抗战时期鼠疫及其防治史发表访谈，称“侵华
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他看来，“民国时期的老百姓会作假，卫生防疫人
员会作假，政府部门会作假，日本军医会作假，作战参谋也会作假”，“我们的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
材料拿出来说事，证明日军有罪，以至于此事变成定论”。他认为是“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战后的民族
主义，共同造成了这一结果”。目前他正在研究浙江衢州、金华、宁波，还有湖南常德的侵华日军鼠
疫战，并指出“推翻定论，就是我现在的工作”。① 虽然该学者“推翻定论”的专题论文尚未见到，但
其在访谈中就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鼠疫战提到的中日亲历者的史料造假、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
料拿出来说事、侵华日军鼠疫战不是历史的真实、中国持续的民族主义“建构”根源四点，足以引起
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
与该学者认定侵华日军的鼠疫战，尤其是 1940 年浙江鄞县②、衢县和金华三地鼠疫战是“建构”

不同，从 1943 年金宝善刊文论及 1940 年浙江细菌战，到 1985 年徐绍全发表《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
细菌战述略》一文，再到 2019 年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合编出版《日军侵浙细
菌战档案资料汇编》( 第 7—10 册) ，近藤昭二和王选主编出版《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 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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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树基:《瘟疫与防疫，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魔幻交替》，https: / /new． qq． com /omn /20200220 /20200220A06KSY00． html，
2020 年 2 月 20 日，访问时间: 2020 年 10 月 21 日。

抗日战争时期( 1931—1945) ，无“宁波”建置，时称“鄞县”。1940 年鄞县鼠疫，指 1940 年发生在今宁波市中心开明街一带
的鼠疫。本文“鄞县”与“宁波”并用，实指同一地域。另，文中“衢州”与“衢县”的使用亦相同。特此说明，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
醒此点。



册) ，中日学者一致将 1940 年浙江鼠疫肇因归于石井四郎及 731 部队的侵华日军细菌战。①

1940 年鄞县、衢县、金华三地的鼠疫和 1942 年浙赣战役期间金丽衢地区的鼠疫，究竟是肇因于
自然疫源地还是侵华日军细菌战? 是亲历者的史料造假还是研究者的误读? 是史学工作者的史实

“重构”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 回答这些问题的起点是“史料”。
有关 1940 年浙江鼠疫的基础史料，日方史料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是日军细菌战部队未销毁的

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子顺一的研究报告和井本熊男的工作日志; 第二类是战后伯力城审判等日

军战俘的口供或回忆证词。中方史料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中国各级政府档案，核心史料是容启荣
浙江鼠疫调查材料和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往来公文、电报等; 第二类是报刊史料，尤其是 1940 年浙江
鄞县、衢县等地出版的报纸。鉴于已有研究尚未充分、运用这些基础史料，本文将系统梳理、对比鉴
别、综合运用上述史料，以 1940 年鄞县中日鼠疫战为例，破解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真相。

一 寻找“白色烟雾”: 鄞县报刊中的“敌机散毒”

1949 年伯力城审判日军战犯柄泽十三夫的起诉书记载:“1940 年 9 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
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 12 月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
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
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②当检察官
问:“这报纸上记载有什么消息呢?”柄泽回答: “据我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
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时掷下过某种东西。”检察官追问: “你亲自看见过这段新闻
么?”柄泽回答:“是的，我亲自看见过。”③

根据柄泽十三夫的供词，石井四郎率 731 部队于 1940 年 9—12 月间在鄞县发动过细菌战实战
试验，其中鼠疫战奏效，其实战效果为鄞县当地报纸所证实。这就提醒我们，在探究 1940 年鄞县鼠
疫发生原因时，可追溯当时该地出版的报纸。《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是当时鄞县发行量最
大的两份报纸，学者们在整理、探究宁波史时，所利用的报刊也主要是这两份报纸。具体到 1940 年
鄞县鼠疫，学者们梳理和利用的主要是 1940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9 日之间的《时事公报》，而这对
弄清楚 1940 年 9—12 月日军的空袭及细菌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仅 1940 年 10 月这一个月，
《时事公报》刊登日机侵扰鄞县 10 天，至少 27 次。具体如下: 1940 年 9 月 30 日 7 点 45 分临山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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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Z． King，“Bacterial Warfare，”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Vol． 61，no． 3，July-September，1943，pp． 259—263．徐绍全:
《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述略》，《宁波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5 年第 3 期;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本軍の細菌戦》，戦争
責任資料センター《季刊 ·战争责任研究》第 2 期( 1993 年冬季号) ; 森正孝、糟川良谷編《中国侵略と七三一部隊の細菌戦》，明
石書店 1995 年版; 森正孝:《日军细菌攻击的初步展开》，《浙江学刊》1997 年第 4 期; 朱雪芬:《日军在宁波实施细菌战及其原因简
析》，《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1 期; 包晓峰:《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3 期;
魏巍:《1940 年日军对宁波细菌战的几点研究》，《宁波党校学报》2005 年第 4 期; 韩雯:《保存在国外档案馆的有关浙江细菌战的几
则史料》，《浙江档案》2005 年第 9 期; 朱清如:《侵华日军衢州、宁波细菌战致死居民人数考》，《军事历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陈致
远:《侵华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的细菌战》，《军事历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赵晓红: 《1940 年代浙江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浙江
档案》2015 年第 5 期; 韩李敏:《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谈〈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编纂的几点体会》，《浙江档案》
2017 年第 7 期; 汪鹤飞:《侵华日军实施宁波细菌战的史料实证研究》，《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日本軍による細
菌戦の歴史事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編著《細菌戦が中国人民にもたらしたもの 1940 年の寧波》，明石書店 1998 年版; 中共浙江省
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在浙江细菌战专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竹内康人《日本陸軍のアジア空襲爆撃·毒ガスペス
ト》，社会評論社 2016 年版;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编《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 1—10 册) ，浙江
人民出版社 2015—2019 年版; 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 全 6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等。

《起诉书·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 外国文书
籍出版局 1950 年印行，第 24—25 页。该书同时出版俄文版和中文版，本文使用的是中文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1949 年 12 月 26 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80—
281 页。



发现敌机一架，本埠发出防空警报。“该机过百官、绍兴，向西北出海而没。”① 10 月 3 日“本埠昨发
警报六次，敌机在沿海一带窥察，并在本埠上空，散发荒谬传单”。② 10 月 5 日日机 4 次侵扰鄞县。③

10 月 6 日 4 架日机 3 次侵袭鄞县地区。④ 10 月 8 日 4 架日机 4 次侵扰鄞县，投弹 9 枚，炸死 2 人，伤
5 人。⑤ 10 月 11 日一架日机过甬。10 月 17 日日机 5 次侵扰鄞县。⑥ 10 月 25 日晨 7 点 8 分敌机在
曹娥投弹 2 枚后，向西北逸去。⑦ 10 月 27 日敌机 3 次从鄞县上空掠过。10 月 31 日，日机又两次飞
过鄞县城区。⑧ 从 10 月日机空袭鄞县主城区情况看，主要活动是实弹空袭和散发传单两种，并无
“敌机散毒”字样的新闻报道。
进入 11 月后，鄞县当地报纸开始刊登鄞县鼠疫消息。11 月 2 日《时事公报》称，鄞县城关镇开

明街于 10 月 30 日“发现流行急性疾病，蔓延甚烈”，3 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 10 人以上，其病状为
“恶寒、发高烧，旋即不省人事，临死有腹泻”。⑨鄞县卫生院收到报告后，“将细菌作初步研究后，觉
与鼠疫相似”，瑏瑠华美医院院长丁立诚认为“尚未能断定其为真实鼠疫”。瑏瑡 11 月 4 日，经过鄞县政府
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鄞县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已可断定其为鼠疫”。瑏瑢华美医院“经过解
剖与细菌检查，已可确定此次所流行之疫症确系鼠疫”。瑏瑣在确认开明街染疫病情为鼠疫后，鄞县各
级政府开始了鼠疫防治战。县长俞济民发布《鄞县县政府布告》第 291 号，称“我们宁波不幸发生鼠
疫巨祸”，必须“严厉封锁”，为此“布告全县民众一体遵照”，“不论亲友一律拒绝收容”。瑏瑤设立隔离
区和隔离医院，报刊宣传鼠疫防治条例等，鄞县的鼠疫防治战积极有效，鼠疫蔓延很快得到有效控

制。
从《时事公报》刊登的新闻来看，11 月 29 日才出现第一则“敌机散毒”报道，是关于日机在金华

投毒的消息，“敌机袭侵金华，除投毒外，并投放革兰氏阴性杆菌，图加害我无辜民众”。瑏瑥同日有关鄞
县鼠疫防治的新闻，有相当篇幅，但丝毫没有谈及鄞县鼠疫病源系日机空投所致。12 月 3 日刊登的
报道称本省鄞县、衢县先后发生鼠疫，“疫菌传系敌机投下。证之近来敌机屡次在金华散布白黄色
粉粒，不为无因。敌人居心险恶，放毒事属可能”。瑏瑦按照“敌机散布白黄色粉粒”或“敌机投下”的字
样判断，1940 年 12 月前的鄞县报纸都没有刊登“敌机散毒”新闻。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呢?
从既有研究看，学者们大都未能逐日阅读 1940 年 10 月 1 日—11 月 30 日鄞县当地的《时事公

报》和《宁波民国日报》等报纸，有可能遗漏了“敌机散毒”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在 1940 年 10 月 5
日日机第 4 次侵袭鄞县时，《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都有“敌机散毒”的报道，只是当时没有
用“敌机散毒”字样。《时事公报》称:“第四次警报，十五时十二分，余姚庵东闻有机声，本埠当发空
袭紧急警报。旋在临山发现敌机二架，经余姚、慈溪，窜入本埠上空盘旋，先散放( 白) 色烟雾，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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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红绿纸荒谬传单，后来折回慈溪、余姚、临山。”①《宁波民国日报》称:“下午三时十二分，余姚庵
东由南至北闻敌机声，本埠再发第四次空袭紧急警报，旋在临山上空发现敌机二架，经余姚慈溪侵

入甬空盘旋，散发荒谬传单，但多落在乡间偏僻地点，当时机后有白烟二道缭绕，历久始消逝。”②两
份报纸的新闻报道大同小异，都记录了两架日军飞机盘旋于鄞县上空，散发荒谬传单，施放白色烟

雾，许久才散去。这两股“烟雾”是什么? 按照日俘西俊英的说法，1940 年鄞县鼠疫战中，日军撒下
的是“一股带有鼠疫跳蚤的烟气”，并不是掺杂鼠疫跳蚤的小麦或粟米。
日俘西俊英 1949 年 12 月 26 日晚庭审记录显示，当法官让他交代在 731 部队内“亲自看见过

一些什么有关于在中国内地进行远征的情形”时，西俊英回答他“看见过一部说明第 731 部队所派
远征队于 1940 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这部“纪实影片”最先映演的是“装有染上
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然后映演“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并有“一
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四五个人坐上飞机后“就飞到了敌军上空”，镜头中出现
“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接着“就出现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
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
出现了“作战完毕”字样。飞机降落后，消毒人员来对飞机消毒。石井四郎和碇常重下机后，影片出
现“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中文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在
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影片最后一组镜头是“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
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③西俊英的供词提供了日军 1940 年鄞县鼠疫战两个最重要但却一直为人忽
视的细节: 第一，石井四郎如何从飞机上将鼠疫跳蚤投掷到鄞县———装有鼠疫跳蚤的器皿安装到撒
放器上，飞到鄞县上空后，“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这股“烟气”中是鼠疫跳蚤。第二，
鄞县中文报纸上刊登的是鄞县一带忽然发生强烈鼠疫流行病，中国卫生队正在防疫的消息。这与
前文所引 1940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底之间《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所刊登的鄞县鼠疫及防治
新闻内容高度一致。日军用飞机直接投掷鼠疫跳蚤，而非投掷掺杂鼠疫跳蚤的小麦或粟米。这就
能解释 1940 年 10 月 1 日—11 月 15 日《时事公报》刊载日机空袭报道和鼠疫报道中，为何丝毫没有
日机投掷小麦或粟米的报道。

10 月 5 日《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的新闻报道，与西俊英伯力供词提供的石井四郎飞机
投掷鼠疫跳蚤细节的论述十分吻合，证明日军对鄞县的鼠疫战发生在 10 月 5 日，证明日军 1940 年
鄞县鼠疫战的主要方式是“敌机散毒”。日军 1940 年鄞县鼠疫战采取的是最直接的高空撒放鼠疫
跳蚤方式，成效不佳，直到 10 月 29 日才发生第一例鼠疫病患，间隔 24 天，而非现在定论的 2 天。
这一时间间隔，与衢州日机播撒含有鼠疫跳蚤的麦子到第一例鼠疫病发的 30 天时间比较接近。因
为鄞县鼠疫战是一次实战试验，石井四郎和日军高度保密，中国方面无从知道 10 月 5 日飘旋在鄞
县城区上空久久不散的“一股烟气”就是石井四郎投下的带有鼠疫跳蚤的毒气。那么，日军这一次
实战试验为何采取这样一种实效不佳的“敌机散毒”方式呢?

二 拙劣的实战试验: 日方史料中的“雨下法”撒毒

柄泽十三夫在 1949 年 12 月 6 日受审时供述有关石井四郎 1940 年在华中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三
条重要信息。第一，1940 年下半年内柄泽所主持的组员为石井四郎的远征队准备了“70 公斤伤寒
菌和 50 公斤霍乱菌”与“染上鼠疫的跳蚤”; 第二，石井四郎远征队的作战对象是华中地区，目的是
“具体战斗环境内进行探求大量散播细菌方法的实验”; 第三，石井四郎此次“实验”产生效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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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跳蚤”，“石井将军远征队在 1940 年间使用鼠疫跳蚤，结果在散播此种跳蚤的地区内引起了鼠
疫”。① 12 月 16 日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上校法官毕列左夫斯基在《起诉书》中援引柄泽十三夫的口
供，进一步补充了有关“鼠疫跳蚤”的细节: “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
队培养了 5 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用去散布鼠疫。”②也就是说，1940 年 731 部队第二部一共生
产了 5 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供石井四郎远征队使用。
柄泽十三夫的这两处口供没有说明石井四郎远征队究竟到华中哪些地区进行了细菌战。另一

位被告西俊英供称:“我还知道日军两次实际使用第 731 部队内所造细菌武器的事实”，其中第二次
是“1940 年 5 月至 7 月间，由石井中将率领的第 731 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宁波一带使用过鼠疫菌去攻
击中国军队，方法是用飞机散播鼠疫跳蚤”。西俊英说他的信息来源是“训练部保险柜内发现的文
件”，“文件上载明远征敢死队员担负有使用致命细菌的任务”。③西俊英的口供明确了石井四郎
1940 年在华中地区的“宁波一带”实施了鼠疫战。
结合柄泽和西俊英的口供，1940 年石井四郎亲自对宁波实施了细菌战———采用飞机空中投下

伤寒菌弹、霍乱菌弹和鼠疫跳蚤。那么，为什么鄞县只发生了鼠疫? 在伯力审判中，日军细菌战战
俘的口供，提供了石井四郎与日军 1940 年细菌战的诸多细节。
第一，飞机投掷和地面散布是日军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方式。伯力审判中，接任梅津美治郎担任

关东军总司令的山田乙三在 1949 年 11 月 15 日的审讯中供称，他于 1944 年 8 月视察 731 部队，时
任第 731 部队长的北野少将向他汇报，第 731 部队的“宗旨和任务”:“第一，是经管关东军内的防疫
和给水事宜，第二，是研究各种与准备细菌战手段有关的问题”。在解释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和方
法”时，北野称“在必须使用细菌来进行军事破坏时，是采在地面上散布的方法; 而在广泛使用细菌
武器时，则用飞机来投掷”。④在 11 月 17 日的审讯中，“( 法官问) : 请你说说，究竟研究出了使用细
菌武器的哪些方法呢? 答: 据我所记得的，使用细菌武器的基本方法和最有效方法，原是从飞机上

散布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细菌。从飞机上散布时，是把细菌装在一种特制炸弹内，或者由飞机上
的一种特别装置散播下来。直接在地面上施放时，用细菌去传染蓄水池，牧场和牲畜”。⑤

第二，石井四郎与“秘密中的秘密”。前日军关东军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于 12 月 27 日早庭审
讯时，“问: 石井四郎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该部队‘秘密中的秘密’呢? 答: 我记得是在 1941 年初。问:
第 731 部队长石井大佐对你谈论的该部队‘秘密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答: ‘秘密中的秘密’，
就是在准备细菌战方面进行研究及他种工作，以及这种工作的结果和用活人进行的实验。……问:
石井曾认为何种传染病媒介物是最适合将来细菌战目的的呢? 答: 他在当时就已认为鼠疫跳蚤最

为适合”。⑥“问: 你曾知道使用细菌武器对付中国人的事实么? 答: 我是在 1944 年初从北野少将口
中知道这点的。问: 北野对你说过什么，以及当时有谁在场? 答: 他是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即在我的
办公室里说及此事的。当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他当时对我说，石井部队内派出了由几个人组
成的远征队，该远征队带着必需数量的器材到上海以南地区去动作，从空中撒放了鼠疫跳蚤。同时
他还说这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是很不错的。问: 可见，北野将军当时向你报告了实际使用那些曾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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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初次通知你说是最有效细菌武器的鼠疫跳蚤，这是对的吧? 答: 是的，对。”①从梶塚隆二的供词可
知，石井四郎的“秘密”指的是细菌战实验及实战试验;“秘密中的秘密”指的是“最有效细菌武器是
鼠疫跳蚤”和人体实验。因此，无论是大本营还是关东军，都批准石井四郎进行鼠疫战的实验和实
战试验。
第三，鼠疫跳蚤“雨下法”是行之有效的细菌战方式。梶塚隆二于 1949 年 10 月 23 日受审时供

称石井四郎于 1941 年 2 月在长春他的办公室内亲自向他汇报“将细菌直接装在飞机弹内投撒的方
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为强大的空气阻力以及温度过高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
菌和鼠疫菌“这类不大坚韧的细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死去”。一种“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
“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
去”。对此，石井四郎的依据是“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
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对于鼠疫跳蚤的实战效
能，石井指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尚未结束”。②梶塚隆二的口供清楚表明，石井四郎在 1941 年
2 月已经清楚知道飞机投掷“鼠疫跳蚤”的效力远超飞机投掷细菌弹，且已经开展了实战“研究工
作”。
石井四郎曾担任过“荣”字 1644 部队长，接替者是曾经在石井部队中服务过的大田大佐，小野

寺中佐则担任该部队总务部长。1940 年 12 月至 1943 年 2 月担任驻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长的
佐藤接任“荣”字 1644 部队长。他在审讯中供称: “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
年在宁波一带，1941 年在常德一带，1942 年在浙赣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
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③ 10 月 25 日晚川岛清受审记录显示:“( 法官问) : 打算用什么
方法把鼠疫跳蚤当做细菌武器来使用呢? 答: 在我服务期间被认为最有效方法的是从飞机上撒放

跳蚤。问: 在到中国远征时也是从飞机上撒放跳蚤的么? 答: 是的，确实是这样。问: 这是些染有鼠
疫的跳蚤么? 答: 是的。”当时利用鼠疫跳蚤在改进型细菌攻击的目的，是要引起鼠疫流行病。④

第四，推广“雨下法”，实施鼠疫战。1940 年石井四郎在浙江的细菌战，导致鄞县、衢县和金华
三地的鼠疫流行。石井四郎以此作为“战功”游说日军参谋本部，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加大使用细菌
战，尤其是鼠疫战。川岛清在受审时说: “我记得，1941 年 6 月，当石井将军从东京转回来后，他把
本部队各部部长召集到自己办公室内开会，当时他通知我们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过，说第 731
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

用去达到战争目的。石井告诉我们说，参谋本部对本部队工作成果极为称赞，并指示我们要特别注
意于改进并继续研究细菌作战武器。”⑤山田乙三也供称:“根据石井关于使用特种细菌弹的报告所
作出的决定，是我的前任梅津将军采取的。我在查阅了石井的报告后，也认可了这种使用法……我
个人认为使用鼠疫跳蚤一法效力极大，所以就认准了北野地报告以及他提议的细菌武器使用法。”⑥

也就是说，自从 1940 年浙江鼠疫战获得效果后，在石井四郎的鼓吹下，日军已将鼠疫战作为对华细
菌战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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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城受审的日军战俘口供确定 1940 年鄞县鼠疫战是日军在华中地区首战，采用飞机上撒放
鼠疫跳蚤的方式，即“雨下法”。但正如柄泽十三夫供称的，“因为这次实验是在敌军领土内进行
的，所以实验结果未能确切查明”。①日军口供对这场“首战”的时间和具体“效力”等，未有说明。近
几年日本学者发现的《井本日志》和金子顺一的研究报告，为揭开 1940 年日军鄞县鼠疫战的相关细
节，提供了可能性。
据《井本日志》记载: 9 月 10 日，奈良部队的大田中佐、增田大尉联络，确定“10 /9 搜索，宁波和

衢县作为目标是否适当”。9 月 18 日他再次与奈良部队联络，明确“目标可设为宁波( 附近村庄，每
平方公里 1． 5 公斤) ”，以及“据山本参谋: 1．将稀释弹药大范围投掷，或将大浓度弹药较少次数投掷
的两种做法; 2．为决定使用雨下法，而使用降落伞一事”等事项。② 由此可知，至少到 1940 年 9 月 18
日，日军确定鄞县为细菌战施行区域，采取方法为飞机“雨下法”，将稀释的细菌弹大范围投掷。

10 月 7 日《井本日志》记录:“一、听取奈良部队的状况( 山本参谋、福生大佐、大田中佐、金子大
尉、增田大尉) : 1．运输，迄今为止共 6 回( 其中船运 2 回) 。空运当日达到，船运约需 6 日，以后使用
空运为宜; 2．迄今为止攻击 6 次( 依表作了说明) ，跳蚤 1 克约 1 700 口; 3．期待效果的判定，密探;
4．气象测定于杭州将之移至现场，不可使用降落伞( 仅指宁波，或为对宁波使用跳蚤) 。”③这又表明
到 10 月 7 日，日机对预定目标一共实施 6 次“雨下法”攻击，其中针对鄞县特别说明采取了“鼠疫跳
蚤”。《井本日志》关于 10 月 7 日前对鄞县采取鼠疫战的记录，与前文所述《时事公报》和《宁波民
国日报》记载 10 月 5 日鄞县城区上空两架日机散下“白色烟雾”的新闻报道，不仅内容吻合，时间也
一致。中日文资料相互印证，可证明“敌机散毒”确有其事。

10 月 8 日，井本熊男接到调令，离开南京，于第二日回到东京，在参谋本部第二科任职。11 月
25 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下达大陆指令
第 781 号，命令“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命令，根据大陆指令 690 号目前正在进行的特殊的毒气弹实
验于 11 月末结束; 二、实验结束后所有的人员器材需尽快返回原来所属处; 三、特别需要严重地注
意保守机密”。④从 10 月 8 日井本熊男离开南京到 11 月 30 日细菌战结束期间，日军在浙江哪些地
方采取了什么方式的细菌战，由于日军已销毁相关档案资料，目前无法准确查阅。但金子顺一研究
报告的发现，至少证实 1940 年 10 月 27 日日军对鄞县再次施行了鼠疫战。
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奈须重雄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的《金子顺一论文集》，是金子于 1940

年 6 月至 1944 年 7 月之间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写成的 8 篇系列研究论文。其中第 3 篇《PX
效果测算法》(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 1 部·第 60 号) 收录的日军以往 PX试验效果略算
表，证实日军于 1940 年 10 月 27 日在宁波用飞机“雨下”2 公斤染有鼠疫跳蚤的异物，测算出一次感
染致死 104 人，二次感染致死 1 450 人。⑤

从《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记载看，10 月 27 日日机 3 次侵扰鄞县城区，第一次空袭发生
于早晨 6 点 47 分，“敌机侵入本埠上空盘旋，并投下荒谬传单”，转向慈溪。⑥据《宁波民国日报》消
息，“首次敌机一架，侵入甬空盘旋，散发荒谬漫画传单”。⑦根据 10 月 5 日“敌机散毒”新闻，日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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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雨下法”时，也曾经“散发荒谬传单”，因此可以设想，10 月 27 日“敌机散毒”采取的是同样方
法，即将鼠疫跳蚤混在可高空抛下且能达到地面的物品中掷下。另外需要提醒的是，10 月 27 日这
次“敌机散毒”，选择的时间是早晨 6 点 47 分，按照幸存者钱贵法的回忆，“那天是阴天”，① 6 点 47
分天蒙蒙亮，日机即便撒下“烟雾”，也未能如 10 月 5 日 15 点 12 分这样看得清楚。换句话说，日本
再次对鄞县施行“雨下法”投掷鼠疫跳蚤是完全可能的。
参加过 1940 年“宁波作战”的原 731 细菌部队航空班成员松本正一在 2000 年向东京地方法院

递交的证词中称“1940 年夏秋，我奉命在杭州实施了 3 个月的细菌战”，其中“1940 年秋，增田驾驶
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投弹手同机，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在两个箱子里，箱子被设

置在飞机的机翼下。攻击的地区是衢县，称‘衢州作战’”; 此后，“增田、平泽、佐伯又驾驶单发九七
式轻型轰炸机出动，细菌攻击的目标是衢州、宁波、杭州，称‘宁波作战’。基于前次的失败，放跳蚤
的箱子缩小，改成流线型，把五层左右的箱子平摞起来，里面装有跳蚤，投下时用电磁铁控制箱子的

前后门，打开后，风力就把跳蚤吹落。箱子放在飞机的机翼下”。② 松本的证词证明 1940 年 731 部
队先在衢县，后在鄞县实施了鼠疫战。由于技术不成熟，“衢州作战”时一个箱子打开，一个箱子未
能打开，只能中途扔掉。“宁波作战”时用的是改进的箱子。从作战时间和方式看，与《井本日志》
和金子顺一的记录一致，与西俊英看到的宣传片一致，更与《时事公报》等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致。
实战试验效果方面，石井四郎本人也承认采取“雨下法”直接从空中掷下细菌弹的“效力”不

佳，除鼠疫跳蚤外，其他的霍乱菌等基本无效。因此，10 月 5 日“敌机散毒”也有可能并未产生实际
“效力”，鄞县也就没有发生鼠疫流行。而 10 月 27 日的“敌机散毒”，产生了“效力”。从一次感染
致死人数看，金子顺一的研究结论为“104 人”( 截至 12 月 8 日) ，与《时事公报》统计的 93 人( 截至
11 月 28 日) 相差不远; 与国民政府卫生部门的调查结果“97 人”致死，比较接近。金子顺一的研究
报告，证实了井本熊男 10 月 8 日离开南京时与增田等人的看法———“C( 霍乱) 不行了，P( 鼠疫) 也
许可以成功”。

1940 年 10 月份日军在宁波实施至少 2 次鼠疫战实战试验，虽然拙劣，但确实达到了石井四郎
的作战目的。石井四郎也从中证实了鼠疫跳蚤的实战效力，并以此次鄞县实战试验为例，拍摄了一
部向大本营和参谋本部邀功的“宣传片”。

三 从“有疑”到“确系”: 国民政府对“敌机散毒”的调查

1940 年 12 月 3 日《前线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 10 月 22 日，敌机□□宁波，当投下黄色颗粒之
物，有弹性，当时不为人所注意。至 27 日，宁波发现鼠疫，蔓延甚速。11 月初旬，敌机袭衢县时，在
县西北之 ×地，投下同样之颗粒物，当经辗转呈送上级机关化验，比在颗粒上发现已死之跳蚤，但不
能证实其即为鼠疫杆菌，但引起卫生当局之密切注意。11 月 27 日，敌机于袭金华时，又在 ×地投下
类似颗粒，即由警察检查送交浙江民众医院，经专家刘经邦( 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队长) 、柯主光
( 闽省派赴浙省防鼠疫专员) 、陈万里( 浙卫生处长) 鉴定，确为鼠疫杆菌。敌机散放鼠疫杆菌，毒害
我后方军民，完全证实矣。③这一则新闻报道揭开了 1940 年 12 月后浙江省官方对鄞县鼠疫肇因的
认定模式。第一，10 月 22 日鄞县上空敌机散下“黄色颗粒之物”，但“不为人所注意”，这是媒体第
一次关于鄞县“敌机散毒”的报道; 第二，11 月初当衢县发现敌机投下“同样之颗粒物”，“在颗粒上
发现已死之跳蚤”，但“不能证实其即为鼠疫杆菌”; 第三，11 月 27 日敌机在金华又投下“类似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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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经化验确为“鼠疫杆菌”后，敌机在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散放鼠疫杆菌”，“至此完全证实”。
换句话说，10 月底敌机在鄞县投下“黄色颗粒”不被注意，到 11 月初衢县再次被敌机投下“同样颗
粒”但不能证实，再到 11 月底金华又被投下“类似颗粒”，终于“完全证实”这一论知逻辑演变过程，
实际上是“敌机散毒”的反向论证，即金华确认，再到衢县确认，最后鄞县确认。这种认定路径，在浙
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那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12 月 10 日陈万里称“鄞县自 11 月 10 日后，已无新病例发现，前后共死 67 人，缘自发病前一星
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下小麦 2 升左右，是否与疫病有关，未能断定”。①日机散播“白色烟雾”中
含有鼠疫跳蚤事，陈万里在鄞县调查未有所见，但是他于 1940 年 11 月 27 日到衢县视察该县鼠疫
防治时路经金华，亲眼“见敌机一架散布白色物品，且有白雾一缕随之。当请许县长搜集备检，并电
呈在案”; 11 月 29 日在衢县接到驻方岩省卫生处电话，“悉 28 日金华空袭时，又有敌机两架在南门
外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省卫生处卫生试验所技正吴昌丰亲赴金华检查，“确系鼠疫
杆菌”。陈万里由此得出结论:“依一般判断，28 日敌机掷下物品中混有鼠疫杆菌，已无疑异。是则
敌人采用不顾人道之细菌战……明确之证例。”在此基础上，陈万里又推论鄞县和衢县两地鼠疫肇
因:“该两县鼠疫之所以发生，似与敌机散布是项物质有极大之关联，且证以最近敌机在金华掷下鼠
疫杆菌之举动，又可得一敌机施行细菌战之证明。”②陈万里、刘经邦和柯主光 3 人于 12 月初在给浙
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报告中强调鄞县鼠疫系因“敌机散毒”的认定逻辑，将“敌机散毒”聚焦于日机散
下的“白色烟雾”和“黄色颗粒”以及承载两者的媒介物。由是，如何预防“敌机散毒”，注意收集、销
毁敌机撒下异物，包括小麦、粟米和传单等，成为 1940 年 12 月初浙江省政府及浙江省所在的第三
战区的重要工作。12 月 4 日，浙江省政府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称“甬、衢先后发生鼠疫，
据报病菌由敌机传播，虽未经切实证明，但事有可能。嗣后遇有敌机散布传单或任何物品，应立即
焚毁，以资防范”。③ 12 月 5 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称“自鄞衢两县先后发生鼠疫后，金华复于敌机
掷下物品中，检出鼠疫杆菌。省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督饬卫生处以全力扑灭外，并特由省库拨款 3
万元，交该处当防疫经费”。④

随后，顾祝同和黄绍竑将浙江预防“敌机散毒”事项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以待中央指示。但中央
政府并未作出积极回应。直到 12 月 10 日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因“敌机散毒”事电呈蒋
介石，请求行政院各部协商、统筹全国预防办法，蒋介石才开始重视，命令行政院、卫生署会商，并在
其日记中记录注意“倭寇施用毒瓦斯与其飞机散播病菌之宣传计划之准备”。⑤

卫生署署长金宝善随即邀请卫生署、军医署，以及曾在中国东北协助防治鼠疫多年、经验丰富
的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 Dr． Ｒobert Pollitzer) 等共同会商浙江鼠疫处置办法。在会上，伯力士对“此
次浙省敌机散播含鼠疫杆菌颗粒之点”表示怀疑。他说: 第一，“仅从显微镜检查发现之”，“自未便
即可认为绝对真确”; 第二，“鼠疫杆菌，除于鼠疫患者痰液一类之黏液物内能生活若干时间外，其他
外界均不适于其生存”; 第三，肺鼠疫症“大多为由有鼠疫性肺炎病人之咳嗽直接传播所致”，“但若
仿效此种传播方法，而以飞机散播染有鼠疫杆菌之颗粒，而冀以能收到成功，不能不尚有所疑”。对
此，卫生署认为“深有见地”，⑥并于 12 月 17 日电告浙江省卫生处，拟派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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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1940 年 12 月 30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卫生署关于敌机袭浙散布颗粒状物检验为鼠疫杆菌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1940 年 12 月 16 日，L029—006—844，浙江省

档案馆藏。



专员和叶墨博士“赴浙调查疫情”。①

容启荣等人于 1940 年 12 月下旬出发前来浙江。1941 年 1 月 13 日中午抵达衢州，会同当地防
疫人员，稍事调查后离开衢州，于当天晚上到达金华，与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会合。第二天
上午在中国旅行社大礼堂举行会谈，由陈万里“报告浙省疫情及敌机在衢金鄞各地投撒异物之经
过”等，并到民众医院复查该院保存的“11 月 28 日敌机散布之颗粒”，由叶墨、吴昌丰、柯主光三人
“施行动物试验，并将颗粒制成标本”。下午则会同各人至城外疫区实地调查。1 月 16 日，容启荣
等在陈万里、刘经邦、吴昌丰、卫生署 17 队队长叶树棠和鄞县卫生院院长张方庆等陪同下赶赴鄞
县，于 17 日下午到达鄞县，18 日实地调查了华美医院、鄞县中心医院和已焚毁的开明街东大路疫
区，并听取报告。18 日下午应鄞县县长俞济民之约，会同陈、刘、张院长及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等
到县府会谈，“由俞县长等报告该县防治鼠疫之经过，述及二十九年十月廿七日敌机袭鄞时，曾在该
区散下小麦等物。二十九日发现鼠疫后，查阅疫区，则见有数处该麦业已发芽，因此疑此鼠疫或与
敌机散布小麦有关”。② 1 月 19 日，容启荣等在安平旅馆邀集各负责人谈话，20 日离开鄞县，21 日抵
达方岩，22 日赴金华，23 日到衢县，听取衢县鼠疫报告，24 日赴上饶向顾祝同汇报调查经过及结果，
提出三条调查结论。其中第 3 条称:“至于鄞衢两地之流行原因是否与敌机散布麦蚤等异物有关，
因当时检查程序未能完备，不能确证其带有鼠疫杆菌，而职等因证物不足，无从彻底复查。又以两
地鼠疫病例传染情形记录欠详，更无从推测其来源。至两地报告因病例发现前并无大量死鼠发现，
即以此说明与敌机之关系，似嫌不足。”③这表明容启荣和叶墨等人并不同意鄞县县长俞济民等谈及
10 月 27 日敌机散下小麦等物与 10 月 29 日鄞县发生鼠疫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调查结果与伯力士
的判断基本一致，鄞县鼠疫系“敌机散毒”引发的因果关系，“似嫌不足”。
容启荣的浙江之行虽然否定了陈万里等提出的鄞县鼠疫“敌机散毒”说，但对陈万里等来说，他

们仍然确信 1940 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的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实际上，在容启荣等来
浙江调查前，陈万里、刘经邦、柯主光、郑介安和吴昌丰 5 人于 1940 年 12 月 31 日联署《吾人对于敌
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称“敌人的手段是卑劣的”。“敌人是先使老鼠人工感染得
病，然后搜集在它身上所预先配置好的跳蚤! 现在是已经含有鼠疫杆菌的蚤和着五谷之类，一起掷

下。如此就可说明鄞衢两县鼠疫的来源，是由于敌人从天空中掷下含有鼠疫杆菌的人鼠共同蚤来
传布鼠疫，是毫无疑义的了。”④该说明称鄞县“于第一例病人发病前 7 天”，“曾有敌机散播小麦甚
多”，但“鄞县没有发现跳蚤”，陈万里等给出的解释是，“跳蚤活的，掷下来后，它会跳走了，不能找
到”。⑤这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第一例病人发病前 7 天”具体指哪一天? 按照陈万里等人
的说明，第一例病人发病于 10 月 29 日，那么“前 7 天”为 10 月 22 日。而前文已经论及，《时事公
报》和《宁波民国日报》均未刊登 10 月 22 日敌机空袭鄞县城区的新闻，证明 10 月 22 日这个时间有
误。实际上，《时事公报》报道第一例鼠疫病人的时间是 11 月 2 日，其“前 7 天”是 10 月 27 日，符合
前文“敌机散毒”新闻和金子顺一研究报告对鄞县施行细菌战的时间。第二，如果敌机投下含有鼠
疫跳蚤的“小麦”甚多，为何不见“跳蚤”? 按照宁波人“喝天水”⑥的习惯，开明街一带住户家家都准
备有水缸储水，如果有跳蚤落下，必然会如同衢州一样，“因为一部分跳蚤掷到金鱼缸内，淹死了，所
以就为居民所发现”。10 月 27 日鄞县有“敌机散毒”但“没有发现跳蚤”，如何解释? 实际上，陈万
里等在说明开篇就指出 1940 年 11 月“廿七廿八两日敌机空袭金华，均有白色烟雾状的东西从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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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空中。28 日更在溪下街溪滩上空，白色的烟雾，经过三四小时不散”。①这一状况，与前文所引
《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刊登的 10 月 5 日鄞县城区“敌机散毒”时“白色烟雾”许久未散的报
道完全一致，与石井四郎拍摄的细菌战宣传片也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日机在鄞县、衢县和金华三
地采取同样的“雨下法”散播鼠疫跳蚤，其媒介物，在宁波是“荒谬传单”，在衢县和金华是小麦粟米
等。
陈万里等 5 人的说明再次将 1940 年鄞衢金鼠疫归因于“敌机散毒”说，在当时也引起一些人的

质疑。陈方之在《西南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即是一例。他说:“陈君万里等说明书中所主张，都是
推断臆度之辞。他们说金华敌机投菌，而金华并未发生。他们说鄞衢之疫，是敌机投下来的，而鄞
衢又并未拾到疑似的疫菌。”他认为“倭寇的狠毒，诚然能无恶不作。然而我们要证明他的这一类作
恶，应该有切确的科学根据才好”。②有意思的是，当时提供“科学根据”证明陈万里等人说明结论
的，恰恰是 1940 年 12 月对鄞县“敌机散毒”持否定态度的伯力士和 1941 年初赴浙江调研的容启
荣，以及下令的卫生署署长金宝善。

1942 年湖南常德发生鼠疫，行政院卫生署派防疫外籍专员伯力士博士、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
练所检验学组主任兼总工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医防指导员陈文贵等前往常德调查。他们与常
德广德医院院长柏南( Dr． Barman) 在调查报告中称: “根据多方研究及调查结果证明，此次常德发
生鼠疫确系由敌机散播鼠疫杆菌或染疫之跳蚤传染所致。”③这表明伯力士承认“敌机散毒”真实可
信，也就否认了他关于 1940 年鄞县、衢县鼠疫“敌机不能散毒”的观点。
同样，赴常德调研鼠疫及防治的容启荣在其报告中也承认了“敌机散毒”事。他说:“查暴敌施

用细菌兵器，数年来迭据各方报告已有相当证据。二十九年冬浙江鄞衢两县突然发生鼠疫，启荣奉
命前往调查及协助防治。据当时调查所知，两地发病前曾有敌机投掷谷麦等物，其情形与常德如同
一辙。同年敌机又于金华散播黄色小颗粒甚多，经检验发现含有无数类似鼠疫杆菌，幸未有鼠疫发
生。由此观之，常德鼠疫实系暴敌所散播，更无疑义矣。”④容启荣得出“敌机散毒”有两方面的依
据，一是伯力士等人的实地调查，二是援引 1940 年冬鄞、衢两县鼠疫肇因。这也表明，在 1941 年调
查中对鄞县衢县两地鼠疫肇始于“敌机散毒”的结论“似嫌不足”的容启荣，也改变观点，认定鄞县
鼠疫“确系”“敌机散毒”所致。
与容启荣调查结论一致，《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裁定“鼠疫传染来源系敌机于 11 月 4 日晨掷

下之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⑤这亦表明，在常德鼠疫肇因调查中，“敌机散毒”成为定
论。由此，1940 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的鼠疫，确如陈万里等调查的研究结论，系日军散播鼠
疫杆菌及染疫跳蚤导致，即为“敌机散毒”所致。

1940 年 10—11 月鄞县鼠疫发生时，浙江省卫生处陈万里和从事浙江鼠疫防治的刘经邦等人，
并不认为该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等到 1941 年 11 月底金华发生鼠疫前有“敌机散毒”事，他们
才想起 1940 年 11 月衢州鼠疫爆发前的 10 月初亦有“敌机散毒”，而鄞县鼠疫暴发前夕也有“敌机
散毒”。于是乎，陈万里等才一致认定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鼠疫肇因于“敌机散毒”。国民政府卫
生署方面，先是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在金宝善召集的浙江鼠疫协商会上怀疑“敌机散毒”引发鼠疫
的观点，为金宝善接纳，并派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等于 1941 年 1 月抵浙调查。容启荣在调查后支持
伯力士的判断，认为鄞县和衢县两地鼠疫肇因于“敌机散毒”缺乏科学证据。待 1942 年 11 月湖南
常德鼠疫暴发，伯力士亲自赴常德调查，终于承认常德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容启荣的调查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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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金宝善也随之改变旧见，肯定“敌机散毒”说。1940 年底到 1942 年底约 2 年时间中，浙
江省卫生防疫部门和国民政府卫生署对“敌机散毒”说从怀疑、否定到肯定的观点转变，实际上是中
国政府对日军细菌战认知变化的缩影，从“不知日军的行动意图”到“鉴于浙江之经验”，①对揭发
“敌机散毒”真相，预防“敌机散毒”，起了积极作用，也再次证明 1940 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以及
1941 年湖南常德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驱使下的史学工作者“建构”出来的。

结语: 无可辩驳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与史实

本文用 1940 年《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刊载的新闻报道、日军战俘伯力城审讯记录，以及
前述两者和《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的互证、国民政府卫生部门“敌机散毒”调查结论的演
变等，证实“敌机散毒”是无可辩驳的史实。在论证过程中，本文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这些史料，展
示“敌机散毒”在抗战时期卫生防疫人员、政府部门、日本军医和作战参谋、日军决策层和细菌战执
行者中的具体表现，证明他们都没有作假，证明史学研究者也不是仅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
出来说事”。所谓抗战时期和当下史学工作者基于“民族主义”建构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说法，既
不尊重历史本身，也是对史学界长期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同道的不尊重，更是对遭受侵华日军细菌

战同胞及其后人的侮辱与伤害。
1949 年 12 月 29 日，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等 6 位医学生物学家组成
的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在研究了军事法庭审讯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佐藤俊二、
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平樱全作等日军战俘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犯刑事罪一案的所
有材料后得出结论。其中有关 1940 年鄞县“敌机散毒”的时间、方式、过程和造成恶果的文字，本文
将引以作为结尾:

第一个问题: 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及日本驻华远征军“荣”字第 1644 部队
所进行的实验与生产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回答: 第 731 部队，第 100 部队以及第 1644
部队内所进行的实验与生产，按其专门性质和特别内容说来，乃是为要探究和制造细菌武器以

及研究使用此种武器的方法。……1940 年间，由石井四郎亲身率领了第 731 部队内一个装备
有大量伤寒菌、霍乱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战斗远征队到中国宁波一带去。由于用飞机散布法
使用染有鼠疫的跳蚤的结果，在宁波一带发生过鼠疫流行症。该远征队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
技术特征，就决定了当时受到普遍传染者的广阔范围。若估计到战时条件及与此有关的民众
迁徙情形，就必得承认说，该远征队底活动特别是在散布鼠疫方面不仅对于中国宁波城内的居

民，而且对于宁波附近许多区域的居民都是极端危险的。②

历史不容篡改，不容戏说，更不容胡说。历史的真相存在于时间长河中，发现真相的路径永远
只有一条，那就是实事求是，据之以史料，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 责任编辑: 王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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